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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源强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等。利用我国工业1990-2015年间的统计数据，根据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种技术路径，引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出反映技术变化的技术进步指标(TC)及技术效率指标(EC)，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能源价格、全要素生产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可在能源价格和能源强度间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且从长期来看，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可为工业能耗的降低起到正向作用，技术进步则在短期和长期内可达到促进行业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赢结果，而规模效率对于降低能源强度的正向调解机制尚不显著，但从长期看来仍表现出了积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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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intensity reflects the energy structure,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a country. Using the data of second Industrial 1990 - 2015,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model, TFP is decomposed into technical progress,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this three technical route, the introduction of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decomposition progress indicators reflect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y (TC)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dexes (EC), and establish an econometric model to study the energy prices, the impact of TFP on energy intens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FP change can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the regulation between energy prices and energy intensity, and in the long run,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to reduce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to reach a win-win result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saving industry, and scale efficiency for reduced energy intensity of positive mediation mechanism is not significant, but in the long run still showed a positiv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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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是保障物质生产及产业进步的重要支撑。对于我国而言，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能源的安全及其价格和结构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而由此衍生出来的能源强度这一指标，其增长变化水平可在一定层面上刻画出我国能源消费的基本趋势以及技术变化水平，可为我国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和思路。

具体而言，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EI）是指单位能源产值能耗，通常用一国的能源消费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收录的统计指标，可发现我国工业能源强度总体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86年的每万元产值消耗9.78吨标准煤下降到2011年的单位GDP能耗0.793吨标准煤，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消耗强度依然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1]。因此，利用技术进步改善能源强度，探索降低能源强度的有效途径，对于实现我国工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通常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程度，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体分解为不同的技术路径来源于随机前沿生产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Model,SFP）理论。Igor Bashmakov（2009）在成本及收益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等视角研究了俄罗斯工业各部门的能源效率并且得出结论技术水平越高，其所带来的能源强度就会随之降低，能源价格的升高也可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到显著促进作用[2]；Ali Hasanbeigi等(2015)以伊朗纺织产业为例，认为产出规模、产能利用率可对纺织业的能源效率产生影响[3]；Ming-Chung Chang(2015)利用金砖四国能源消耗及投入数据，运用DEA方法及DDF模型分析了能源价格、全要素生产率变动、GDP产出是影响能源强度的主要因素，并根据环境Kuznets曲线指出了四国的未来减排空间[4]。

以上学者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以及能源价格、技术因素做了相关论证。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国内研究较多涉及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技术进步和能源强度等两两相关研究，较少将三者都纳入到同一研究体系当中，或仅简单对影响能源强度的因素进行探讨，尚未建立准确的计量经济模型对其作用机理进行论证；其次，在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能源强度的文献中，多是直指技术进步的作用大小，并未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变量进行展开讨论。最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否在能源价格以及能源强度上起到调节作用，能源价格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子变量，二者的交互项是否可对能源强度产生影响，这是本文即将要回答的问题。

因此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整体思路为：将能源价格、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能源强度纳入到同一研究体系中，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能源价格、技术因素对于我国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并试图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指标，探讨其在能源价格以及能源强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具体研究手段为：利用DEAP对Malmquist指数进行分解，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分别利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以及ECM误差修正模型对假设进行一一验证，从而得出最终研究结论。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

我国工业能源消耗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在一个较高水平，除了能源结构限制外，很多学者将此归结于我国能源定价体系的不合理[5-7]。首先，能源定价相对偏低。我国的能源系统如煤炭、石油、等长期以来均受到国家控制，缺乏市场价格机制的调控。在天然气管线等领域，由于其建立了“成本加回报”的定价机制，导致成本难以监管和约束，形成了严峻地价格倒逼机制，市场价格一度陷入混乱；石油方面，虽然原油价格已与国际接轨，但成品油价格仍没完全放开，也导致了诸多矛盾的产生。进而导致了我国的能源比价不尽合理，按照热值计算国际上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比为1:1.5:1.35，而我国这一比例为1:4:3。

Fisher-Vanden(2004)对我国2500家大型能源密集型企业1997-1999年面板数据研究表明，能源价格的提高可以有效的降低能源消耗及能源强度，并且这一贡献率高达54.14%[8]；François Lescaroux(2015)以美国1974-1998年制造业能源消耗数据为样本，研究了长期和短期能源价格对于能源强度的影响，认为从长期看来能源价格与对能源强度呈负相关关系[9]；Bishwanath Goldar(2013)对影响印度制造业能源强度的因素进行分析时，通过计量经济学建模，也证实了这一结论[10]。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我国工业行业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2.2 全要素生产率与能源强度

全要素生产率(TFP)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它是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其来源主要为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一般有两个测度指标：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EC)，其中技术效率又包括纯技术效率(PEC)及规模效率(SC)两部分。嘉蓉梅等（2015）认为决定各产业部门能源强度的因素主要是该部门的技术效率，并且利用拉式因素分解法(Laspeyres Decomposition)证明了技术因素的作用[11]；Philip Kofi Adom(2015)利用最小二乘法，研究了技术进步及其通过FDI的转换作用对于尼日利亚产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结论技术进步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强度[12]；Thomas von Brasch (2015)利用Törnqvist生产力指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分析了产业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出TFP的变化引起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降低了能源强度[13]；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技术进步与工业能源强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H2b:纯技术效率与工业能源强度存负正相关关系。

H2c:规模效率与工业能源强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2.3 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

申萌，蔡宏波（2014）在分析能源成本对于异质性工业的影响中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可在能源价格和能源效率间起到一定影响作用[14]；段文斌等（2013）使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将技术进步进行分解，研究了其对于异质性产业减排效率及能源效率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言，纯技术进步对于减排效率和能源效率的影响为正[15]；在对规模效率的研究方面，部分学者指出其对于能源价格和能源强度可起到一定调节作用，但作用程度并不显著[16,17]。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a:技术进步可在能源价格及能源强度中起调节作用。

H3b:纯技术效率可在能源价格及能源强度中起调节作用。

H3c:规模效率可在能源价格及能源强度中起调节作用。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

以工业能源强度作为因变量，能源价格、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自变量作回归分析。根据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标(TC)，纯技术效率指标(EC)及规模效率指标(SE)，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作为调节变量也将纳入到模型中进行测算。为了防止模型设定误差，遗漏重要变量，根据以往学者研究经验，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能源强度的重要因素[18]，因此，我们引入产业结构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首先利用非参数包络分析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出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技术进步指标、纯技术效率指标及规模效率指标，具体通过DEAP2.1软件来实现。其中，投入指标采用资本存量、劳动力和能源消费量，产出指标采用工业行业GDP产出来反映，具体而言，考虑到永续存盘法的不足[19]，资本存量使用1990-2015年国有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20]，劳动力使用1990-201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衡量，能源消费量使用1990-2015工业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来衡量。其次，将变量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引入能源价格和产业结构水平，其中，能源价格使用我国1990-2015年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来衡量，由于工业是能源产出比较高的行业，因此产业结构水平使用1990-2015工业对GDP的贡献水平来衡量。本文数据均来自于1990-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3.2 模型构建

首先，根据能源价格、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产业结构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建立模型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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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次，加入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价格的交互项以考察其是否在能源强度与能源价格间产生调节作用，建立模型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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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模型中回归系数具有弹性意义，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异方差，我们对各变量采用自然对数化处理。其中，t为时间（1990-2015年），[image: image3.w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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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源强度，[image: image4.w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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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源价格，[image: image5.w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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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术进步指标，[image: image6.w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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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纯技术效率，[image: image7.w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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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模效率，[image: image8.w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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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源价格与纯技术效率的交互项，[image: image11.wmf]ln*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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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源价格与规模效率的交互项，[image: image12.w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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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截距项，[image: image13.wmf]t

e

为随机误差项。

实证检验

4.1 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我国33个工业行业1990-2015年的面板数据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可得到每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TFP的动态变化及其分解值，此外，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以1990年为基期将各个年份的工业总产值转化为1990年不变价格来计算。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1990-2015年我国工业行业TFP指数测算结果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1990-1991
	0.818
	0.928
	0.903
	0.976

	1991-1992
	0.831
	0.921
	0.901
	1.002

	1992-1993
	0.821
	0.956
	0.922
	0.932

	1993-1994
	0.881
	0.951
	0.941
	0.927

	1994-1995
	0.922
	0.966
	1.003
	0.952

	1995-1996
	0.963
	0.983
	1.013
	0.966

	1996-1997
	0.924
	0.995
	0.998
	0.901

	1997-1998
	0.998
	0.985
	0.983
	1.012

	1998-1999
	1.056
	1.013
	1.001
	1.022

	1999-2000
	1.133
	1.204
	0.928
	1.014

	2000-2001
	0.911
	0.858
	1.013
	1.047

	2001-2002
	1.401
	1.531
	0.927
	0.988

	2002-2003
	1.079
	1.175
	0.962
	0.956

	2003-2004
	1.402
	1.217
	1.088
	1.058

	2004-2005
	0.897
	1.039
	0.976
	0.885

	2005-2006
	1.115
	1.122
	1.017
	0.977

	2006-2007
	1.106
	1.081
	0.995
	1.033

	2007-2008
	1.038
	1.058
	0.983
	0.998

	2008-2009
	1.033
	0.999
	1.028
	1.005

	2009-2010
	1.066
	1.015
	1.024
	1.033

	2010-2015
	1.138
	1.282
	0.955
	0.931

	2011-2012
	1.253 
	1.132
	1.031
	1.074

	2012-2013
	1.193 
	1.132
	0.974
	1.082

	2013-2014
	1.192 
	1.112
	1.008
	1.063

	2014-2015
	1.288 
	1.151
	1.042
	1.074

	平均值
	1.058
	1.07224
	0.98464
	0.99632


注：根据2015《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以及数据可得性将工业行业分为33个，工业总体TFP则根据分行业每年的TFP及对应年份产值比重加权平均得来；能源投入统一折合成万吨标准煤来计算；Malmquist衡量第t期到第t+1期的TFP变动，指标大于1说明本期比前期效率提高，反之下降。

由表1可以看出，1990到2015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1.058，即TFP平均增长率为5.8%，而技术进步在其中的贡献率为7.2%，而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贡献率则为负，均为为-0.02%，这与以往学者研究经验大致相同[21]，出现参数为负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经济中部分产业集聚水平不高、各行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参次不齐等原因造成的。

将此部分得到的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分解值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后续检验，以验证TFP的调节作用及其对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具体包括ADF单位根检验，用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建立VAR模型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用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用以测算短期波动及长期均衡联合作用的变量之间内在联系等。

4.2 ADF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我国工业1990-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必须对变量作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避免模型中出现“伪回归”现象，考虑到大多经济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都存在自相关性，因此我们运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方法。首先通过绘制折线图对回归模型形式进行预判以确定其是否含有截距项并且有无时间趋势，其次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c,t,k）
	ADF值
	结论

	LNEt
	(c,t,0)
	-2.825909
	不平稳

	LNPt
	(c,0,0)
	-4.569015***
	平稳

	LNPt*LNCt
	(c,0,0)
	--4.180728**
	平稳

	LNPt*LNSt
	(c,0,0)
	--4.917726***
	平稳

	LNPt*LNTt
	(c,0,0)
	-4.789656***
	平稳

	LNCt
	(c,0,0)
	-4.966652***
	平稳

	LNSt
	(c,0,0)
	-4.502845***
	平稳

	LNTt
	(c,0,0)
	-4.771129***
	平稳

	LNIt
	(c,t,0)
	-3.466055*
	平稳


注：c,t,k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期的选择标准参考AIC和SC准则，最大滞后期数为3；*，**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

    检验结果表明能源价格、能源价格与纯技术效率的交互项、能源价格与规模效率的交互项、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的交互项、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水平都为平稳序列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下显著，而能源强度的检验结果为不平稳，存在单位根。在对能源强度进行一阶差分后，发现其ADF值为-3.731935，为平稳序列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其他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均未改变平稳性。至此模型中所有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平稳序列，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4.3 VAR模型

     ADF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可构建无约束的VAR模型。VAR(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建模思想是将每一个外生变量作为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因此确定VAR模型的估计方法，选择恰当的滞后期对于VAR模型的估计十分必要。首先，使用LR、FPE、AIC、SC、HQ信息最小准则对模型滞后期进行选择，可得到模型一的最佳滞后期为1，模型二的最佳滞后期为2，具体如表3所示；其次通过检验发现VAR模型所有特征根的倒数的模均小于1（位于单位圆内），因此可以判断出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满足协整检验条件。

表3 模型二最佳滞后期选择结果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4.668583
	NA*
	0.000601
	1.095512
	1.232453
	1.082835

	1
	3.794003
	12.08941
	0.000681
	1.172285
	1.720049
	1.121580

	2
	19.65588
	15.86188
	0.000327*
	0.192017*
	1.150603*
	0.103283*

	3
	25.66528
	3.433943
	0.001108
	0.619246
	1.988654
	0.492482


注：*表示通过准则选择的最佳滞后期阶数

4.4 Johansen协整检验

多个时间序列变量可以使用Johansen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考察模型中的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最关键的一步是检验协整关系的个数，并通过迹统计量或最大特征值来得到协整矢量的估计结果。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 模型一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的临界值
	概率P值

	0
	0.940466
	125.52388
	95.75366
	0.0001

	至多1个*
	0.606182
	57.814955
	69.81889
	0.3085

	至多2个*
	0.583159
	35.450145
	47.85613
	0.4245

	至多3个*
	0.355735
	14.448928
	29.79707
	0.8145

	至多4个*
	0.132283
	3.8974308
	15.49471
	0.9116

	至多5个*
	0.020294
	0.4920680
	3.841466
	0.4830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Johansen协整检验是按照协整关系的个数从0到K-1的顺序进行的。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一中至少存在五个协整关系，即能源价格、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产业结构水平对能源强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一个标准化协整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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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协整方程，可以得到模型一中变量之间的统计学关系。可以看出能源价格和能源强度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能源价格每上升1%，能源强度就会下降0.65%，这表明我国工业行业存在能源价格定价偏低造成能耗过大的情况，这与我国现阶段国情基本一致[22]；技术进步和能源强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技术进步指标每上升1%，工业能源强度下降0.82%，表明技术进步因素对于能源强度的下降会起到显著作用。

纯技术效率和能源强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纯技术效率指标每上升1%，能源强度下降0.58%，数值较大，这和国内学者目前研究略有不同。考虑到产业的异质性，这可能是由于在工业例如制造业领域中，一些纯技术因素如生产方式的改变可对工业能耗产生较大影响造成的；规模效率和能源强度呈负相关关系，规模效率指标每上升1%，能源强度也会上升0.58%，表明在现阶段而言，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所产生的规模效率形成了反向机制促使了能源消耗的增加，提高了能源强度[23]；产业结构在本文中是使用工业对GDP的贡献水平来来表征，它和能源强度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即工业所占比重每上升1%，能源强度也会上升0.73%，这与我国目前三次产业发展趋势及能源产业的调整情况是一致的。
表5 模型二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的临界值
	概率P值

	0
	0.831470
	76.85615
	69.81889
	0.0123

	至多1个*
	 0.573855

	34.12076
	 47.85613
 
	0.4952

	至多2个*
	 0.309038

	17.36443
	15.49471
	0.0259

	至多3个*
	 0.159044

	5.082606
	3.841466
	0.0242

	至多4个*
	0.025505
	0.620073
	3.841466
	0.4310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Johansen协整检验是按照协整关系的个数从0到K-1的顺序进行的。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加入能源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交互项的模型二中至少存在四个协整关系，其中一个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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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程4来看，能源价格的上升、技术进步的作用、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均可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到积极作用，而规模效率对于降低能耗的作用还未显露，这和模型一的结论一致。引入能源价格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后，通过方程3和方程4的对比以及系数符号的判定可发现，三个交互项在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间均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为：技术水平的提升可对能源强度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在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之间的调节系数也在长期内呈现递增的趋势，在长期内，纯技术效率的进步如管理水平生产流程及运作方式的转变可对我国工业能源强度产生较大影响，与技术进步的调节作用呈现出一致的趋势，假设H3a级H3b得到验证；而对于规模效率而言，从长期看其对于能源价格和能源强度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假设H3c中有关规模效率的显著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4.5 VEC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说明了各个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趋势，而为了明确能源强度及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建立将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联系在一起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选取滞后阶数为2，构建模型一的误差修正模型，测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模型一的误差修正模型
	Error Correction:
	D(LNEt)
	Error Correction:
	D(LNEt)

	CointEq1


	0.14899***
0.11931

[ 1.2486]
	D(LNTt(-2) )
	-0.61565***
0.44217

[-1.3923]

	D(LNPt(-1) )
	-1.08274**
0.35856

[-3.0196]
	D(LNSt(-1) )
	-1.064178
0.66958

[-1.58930]

	D(LNPt(-2) )
	-0.19906*
0.40196

[-0.4942]
	D(LNSt(-1) )
	-0.51874

0.56468

[-0.9186]

	D(LNIt(-1) )
	0.54894

0.47853

[ 1.14712]
	D(LNCt(-1) )
	-1.0221

0.75614

[-1.3518]

	D(LNIt(-2) )
	-0.54815*
0.73997

[-0.7407]
	D(LNCt(-2) )
	0.03202*
0.84299

[ 0.0579]

	D(LNTt(-1) )
	-0.65122**
0.421255

[-1.5459]
	C
	-0.02632*
0.04310

[-0.6107]

	R-squared
	0.64251
	
	

	Adj. R-squared
	0.51353
	
	

	Sum sq. resids
	0.00646
	
	

	S.E. equation
	0.0391
	
	


注：中括号内为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通过分析发现，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14899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经过长期均衡的误差项使得能源强度在第t期时有所减小。具体而言，规模效率在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效果均不显著，其原因为从长期来看，规模效应在达到其最佳规模点后，规模的扩张并不能继续为能源强度的下降带来正向效应，这与协整检验的结果相符；能源价格在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都显著，说明能源价格的调整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可对能源强度的下降起到显著作用，和协整检验的结论一致；产业结构调整在滞后一期时不显著，但在滞后二期显著，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时滞效应[24]，能源强度对三次产业的当即调整在短期内并不能作出迅速反应。

技术进步的作用在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均可对能源强度的下降产生显著作用，这表明技术水平的提高可改善能源利用效率，进而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的目的。纯技术效率的滞后二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在短期内，管理效率生产工艺等的改进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而随着时间的增加，纯技术效率的改进会引发较为显著的能源强度下降。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利用DEAP-Malmquist指数法首先对我国1990-2015年的33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得出反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表征指标，并以此为依据，讨论了能源价格与TFP的交互项在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且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得出了相关结论。

首先，从短期和长期分别来看，我国工业行业中能源价格和能源强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国际能源价格相比，我国能源产品定价问题一直处在偏低的位置，且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也造成了能源消耗强度处在较高的水平。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对我国工业能源强度会起到显著作用。其中，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到的正向作用最为积极，对我国工业调结构、节能减排贡献率也最为突出，在有些省份，技术进步对于降低工业能耗的贡献率甚至达到了500%[25]；纯技术效率对于能源强度的降低也起到了正向作用，但由于纯技术效率的改善是从管理创新、生产流程创新等渠道的作用下完成的，其作用需要时间考量存在时滞效应，因此其与能源强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本文模型中采用的时间样本来看，规模效率短期内对能源强度的降低产生不了任何积极作用，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张其所引起的能源消耗也呈递增趋势，但从长期来看，规模效率对能源强度的贡献率却呈下降趋势。

最后，全要素生产率可在能源价格和能源强度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通过计量经济学建模可发现，技术进步和能源价格的交互项、纯技术效率和能源价格的交互项可对能源强度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规模效率和能源价格的交互项可对能源强度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5.2 研究启示

通过以上对能源强度、能源价格及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工业能源强度的降低、构建低碳节能型产业，本文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改善我国的工业能源状况。首先应参照国际能源价格体系，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各类能源定价标准，且应提高新能源诸如天然气等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第二，将第二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降低在合理范围内，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拓宽其服务范围，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来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第三，考虑到技术水平是能够对能源强度产生影响的显著因素，因此应着力提高技术因素在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贡献水平，加大对低碳环保技术研发的投资，提高能源清洁度和利用效率。

在对我国工业能源问题的研究上，本文虽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到了研究体系，但由于缺少对FDI等对外贸易因素的分析，所以文中构建的并不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计量经济模型，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因此将对外贸易等变量纳入到研究框架中，用以分析其对于能源强度的影响将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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